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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伤寒瘟疫条辨》，从病因、病机、治法、用药组方、复病治疗等角度探讨杨栗山疫病证治特点。疫病因

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所致，病机是阳热怫郁，治疗疫病以逐秽为第一要义，轻者用清法，选用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

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八方；重者用泻下法，选用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

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六方；升降散轻重皆可使用。杨栗山应用下法时不拘结粪，下不厌早。素体虚弱气、

血、阴、阳严重不足者感受疫病须攻补兼施。杨栗山认为疫病出现表证如恶寒、发热、头痛、骨节痛者，非表有实寒，禁

用麻黄、桂枝等辛温发汗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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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瘟疫条辨》是明清时期著名温疫学派医

家杨栗山结合临床经验，在其 79 岁高龄时著成。

蒲辅周先生曾云：“治疗急性病，尤其急性传染

病，要研究杨栗山的《伤寒瘟疫条辨》”。杨栗山

论治瘟疫病的学术思想博采众长，在理论继承中

也有发展与创新，如继承吴又可的杂气致病说、

王安道的寒温分立说、刘完素的两感说、张璐的

气分血分说、陈良佐的陪赈散方论等［1］。在陪赈

散和古方的基础上加减创制新方剂如增损七方，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瘟疫病辨治体系。现阐述《伤

寒瘟疫条辨》中疫病证治观点如下。

1 论病因，杂气致病，怫郁内炽 
杨栗山指出瘟疫病因不同于伤寒，温病感受

的邪气非是风寒暑湿燥火，而是杂气。杨栗山提

出，“杂气者……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也”，

每一种瘟疫病都是由不同的杂气所导致。杨栗山

在《伤寒瘟疫条辨·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辨篇》中

引用了吴又可《温疫论·杂气论篇》杂气种种不

一、杂气亦有优劣等观点。

杂气通过口鼻进入三焦，怫郁内炽。杨栗山

继承刘完素的怫热内郁学说，杂气易内郁化热、

直行三焦且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伤

寒瘟疫条辨》［2］言：“所谓得天地之杂气，邪热内

郁，由血分发出气分者是也。”

2 论治法，惟下法多，下不厌早 
瘟疫病核心病机是阳热怫郁，应尽早予以下

法，不必拘泥于有无结粪。《伤寒瘟疫条辨》［2］言：

“伤寒里实方下，温病热盛即下，其治法亦无大

异。但伤寒其邪在表，自气分而传入血分，下不

厌迟；温病其邪在里，由血分而发出气分，下不

厌早。”因瘟疫初期血气尚未乱，津液尚未过度损

耗，早用下法，可以更早地平复病情。杨栗山治

疗瘟疫病常用下法，在治温十五方中，主方升降

散、增损大柴胡汤和增损普济消毒饮均应用大黄，

取其苦寒泻下攻积、降阴中之浊阴之效；在解毒

承气汤、加味凉膈散和增损双解散中应用大黄、

芒硝，软坚泻热，逐秽于下。

《伤寒瘟疫条辨》［2］中记载病案 1则，“女，年

十八，患温病，体厥脉厥，内热外寒，痞满燥实，

谵语狂乱，骂不避亲疏，烦躁渴饮，不食不寐，

恶人与火，昼夜无宁刻。自始至终用解毒承气汤

60 余剂，后热退七八而识人。又治疗一男，年十

五，患温，脉沉伏，妄见妄言，如痴如醉，渴饮

无度，用加味凉膈散连下一月而苏。”足见其应用

下法治疗瘟疫时，力度大、疗程长。

《伤寒瘟疫条辨》［2］言：“其证不必悉具，单见

舌黄呕渴，痞燥满痛一二证，便于升降、增损双

解、加味凉膈、加味六一、解毒承气等方，酌度

病情上下轻重缓急下之，以彻其邪毒，无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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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见适应证即可应用下法，可见下法应用范围

之广。

3 论逐秽，三焦分治，升疏决之 
瘟疫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义，秽即指秽浊杂

气，杨栗山独创三焦分消解利逐秽法［3］，提出

“上焦如雾，升而逐之……中焦如沤，疏而逐之

……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由于杂气

由鼻而入，易传至上焦，故用升清药物，在治温

十五方中应用僵蚕和蝉蜕。僵蚕气味俱薄，轻浮

而升，可升清阳之气；蝉蜕为清虚之品，处于极

高之上，土木系气所化，亦升也。针对中焦使用

疏利气机药物，在瘟疫十五方中，用陈皮、枳实、

厚朴、桔梗等理气药配合升法和降法共奏逐秽之

功。下焦浊邪在下，故用大黄、芒硝泻下之决法，

使秽浊杂气从下而出。《伤寒瘟疫条辨》［2］言：“轻

则清之，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

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八方；重则泻之，

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

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六方；

而升降散，轻重皆可酌用。”

4 表证者，非风寒实邪，禁用辛温药 
杨栗山认为，瘟疫发病出现恶寒、身体痛、

骨节痛、发热等表证是类伤寒，非风寒外感之实

邪，禁用麻黄、桂枝等正伤寒发汗所用的辛温药

物。患瘟疫而头痛者，病机是邪热郁结于内，上

攻头面三阳，应采用清泻里热法，轻则以神解散，

重则以增损双解散治疗；患瘟疫而身体痛，出现

骨节痛以及头痛项强、发热恶寒恶风、目痛鼻干

不眠、胁痛耳聋、寒热而呕等表证者状类伤寒，

而非外感之邪，是由于里证郁滞而浮越于外。宜

清热解郁以疏利之，使用神解散、芳香散等。里

气清后，表气自透，而外证悉平。患瘟疫而恶寒

者，且口燥咽干，舌黄唇焦，其核心病机是因阳

盛格阴，内热而外寒。轻则使用神解散，重则使

用双解散。因为病情初期，内热还未达外，之后

会发展成恶热不恶寒；患瘟疫而出现浮大有力、

浮长有力类似表寒实的脉象，切不可发汗，是白

虎、泻心汤之证。瘟疫用下法之后，“里热表透，

不汗自愈，终有得汗而解者”。

瘟疫病病机是郁热内炽，若用辛温发汗药，

为抱薪救火，内热愈炽。有些病患虽然有表证，

但实无表邪，与正伤寒的表证使用辛温发汗法不

同。《伤寒瘟疫条辨》所言“温病无正发汗之理，

惟下证最多……故温病凡见表证，皆里证郁滞浮

越于外也”。

杨栗山遣方用药无不体现瘟疫禁用辛温发汗药，

如其在双解散、三黄石膏汤原方的基础上创制增损

双解散、增损三黄石膏汤时，因麻黄性大热易使内

热愈炽而减麻黄加僵蚕、蝉蜕。

5 四损者，虚实夹杂，攻补兼施 
杨栗山推崇吴又可的四损不可正治说。四损

是指气、血、阴、阳的严重不足。指出四损者不

可单纯用攻法。四损者感受瘟疫之邪后，症状和

常人有所不同。真气不足者，且气虚证明显，虽

感瘟疫，却无腹部胀满、痞塞不通实证；真血虚

损者，面黄唇白，虽感瘟疫之，但无面红目赤的

阳盛的现象；真阳虚损者，厥逆，下利，畏寒，

虽感瘟疫，却无发热、舌燥口渴、谵语等症状；

真阴虚损者，肌肤甲错，五液干枯，虽感瘟疫，

应汗却无汗，应厥反不厥。《伤寒瘟疫条辨》［2］言：

“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

调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正治之，正治不愈者，损

之至也……设有既虚且实者，清补间用，当详孰

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才见医家本领。”

在治疗虚实夹杂时，应灵活应用清法和补法。

杨栗山一病案，“余丙子在亳，生员张琴斯

正，年过六旬，素多郁结……四月间，忽而发热、

头痛、身痛，不恶寒而作渴，乃温病也。至第二

日，吐血倍常，更觉眩晕，大热神昏，手足战掉，

咽喉不利，饮食不进……余曰旧病因温病发，血

脱为虚，邪热为实，是虚中有实证也，不可纯补。

余用炙甘草汤去桂枝，加归、芍、熟地黄、五味、

犀、丹、僵蚕、蝉蜕，二服血已不吐，诸证减去

七分……诸证皆减，初补之功也。此乃本气空虚，

以实填虚，不与邪搏，所余三分之热，乃实邪也。

再补则以实填实，邪气转炽，故变证蜂起，遂与

升降散作丸服，微利之而愈。”［2］此病案中，初诊

时，患者为本虚标实，以虚为主，用方炙甘草汤

去桂枝加补血药物以及僵蚕、蝉蜕，以补虚为主

加少量祛邪药物。再诊时，诸证皆减，以邪盛为

主，故而投以升降散微利之，此时虽以邪盛为主，

但因素体本虚，故用少量的攻药治疗。

杨栗山所用方剂，一方中攻补兼施，但有所

侧重，如在炙甘草汤中加入散剂的僵蚕、蝉蜕。

在治疗以本虚为主邪盛为辅的疾病时，用以补为

主而驱邪为辅的炙甘草汤加僵蚕、蝉蜕；当变为

以标实为主而正虚为辅时，则仅用轻微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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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论方药，妙用升降散，化裁经典方 
杨栗山治疗瘟疫总计十五方。主方是升降散，

另有自创七方、增损七方。其继承前人的方剂并创

新，在药物种类、药量上有所变化。治温十五方是

其在温病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具体体现之一。

自创七方包括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

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七方，包括增损三

黄石膏汤、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

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

承气汤。①增损三黄石膏汤：在三黄石膏汤原方

的基础上，加知母，取白虎汤之义；减麻黄加僵

蚕、蝉蜕、薄荷、豆豉辛散升浮者，且药量皆加

一倍。②增损大柴胡汤：在大柴胡汤原方的基础

上去大枣、半夏加薄荷、陈皮、黄连、黄柏、栀

子、白僵蚕、蝉蜕，冷黄酒，蜜。服法变温服为

冷服。是原方去半夏，加陈皮，合黄连解毒汤、

升降散，名增损大柴胡汤。③增损双解散：由双

解散原方去麻黄、川芎、白术，加僵蚕、蝉蜕，

姜黄。和匀冷服。④加味凉膈散：由凉膈散原方

加僵蚕、蝉蜕、姜黄、黄连。⑤加味六一顺气汤：

由六一顺气汤原方加僵蚕、蝉蜕、黄连。⑥增损

普济消毒饮：由普济消毒饮原方的基础上去马勃、

天麻、柴胡、薄荷，加蝉蜕、大黄、栀子。。⑦解

毒承气汤：由大承气汤原方加僵蚕、蝉蜕、黄连、

黄芩、黄柏、栀子。

7 论复病，分因治之，贵在静养 
治疗疫病的过程中，出现病情反复要及时查

出反复的原因，一般有劳复、自复、食复。劳复，

是由于“多言妄动，梳洗沐浴”遂致发热，轻症

静养可愈，重症则大补气血，由于温病邪热是自

内而外，血分亏损，故用补阴益气煎、六味地黄

丸之类。自复，杨栗山认为凡瘥后无故发热者，

是因为伏邪未尽。当问前得某证，所复某证，用

之前治疗该证有效的药物继续治疗，以祛除伏邪。

食复，由饮食所伤，轻则栀子厚朴汤加神曲，或

小柴胡汤合栀子厚朴汤；重则神昏谵语，腹满坚

痛，欲吐不得，欲下不能，此危候也，以升降散、

大柴胡汤、黄龙汤、凉膈散之类，酌量与服。而

关于房劳、怒气致复，观察其脉证，随证救之。

在复病的治疗过程中，杨栗山多采用吴又可

的观点，如劳复治法宜补气血，自复治法应与初

得病时所应用的有效治法，食复治法宜损谷消导

等，并指出为防止复病，在愈后须静养、节饮食、

慎言语、谨起居、戒气恼、寡嗜欲。

8 小结 
《伤寒瘟疫条辨》记载瘟疫的病因是杂气由口

鼻而入，阳热怫郁，多用清法、下法逐秽解毒；

用方为以升降散为核心的治温十五方。强调疫病

禁用辛温发汗药物，注重复病的治疗，“四损者”

须攻补兼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疫病诊治体系。

杨栗山关于疫病的理论主要针对温热性质疫病的

治疗，缺少对寒疫的证治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以升降散为主方治疗疫病的辨治思路，在现代传

染病防治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抗击非典

时期，国医大师薛伯寿总结的辨治“非典”八法

及方药，其中灵活运用了以升降散为主方的治温

十五方［4］。抗击新冠时期，在各省颁布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方案中，轻型和普通型常用

的中医处方中升降散使用频次较高［5］。可以认为，

杨栗山关于疫病的诊治思想对现代传染性疾病的

诊治和预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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